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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亚洲共同体一词就不断地被提及并引发各方持续关注,

其实把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的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做法由来已久,从东方主义的东

方幻象到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的亚洲共同体想象莫不如此.特别是后者可上

溯至１９世纪中后期,并一直贯穿在诸如中日和中印关系的复杂历史进程乃至世界的近

代思想史中,时至今日对它的讨论仍然可能引发争论.通过梳理近现代日本、中国和印

度的亚洲观,我们可以发现亚洲共同体这个承载梦想概念的迷人之处,但是从地理、种

族和文明来整合共同体的做法已证明会遭遇现实的坚冰.当然,要建构２１世纪的亚洲

共同体则需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并摒弃独断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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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０年首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与会的４０多个政党的部分代表呼吁

建立一个以欧盟(EuropeanUnion)为目标的亚洲共同体,此后这一概念又在不

同场合被不同的国家所提及.到了２０１２年,当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

(NobelPeacePrize)授予欧盟时,又引发了外界对“亚洲也应该有一个值得颁发

诺贝尔和平奖的地区组织的期许”〔１〕.殊不知从地理、种族和文明层面,把亚洲

视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做法由来已久,从东方主义的东方幻象到泛亚洲主义的想

象共同体莫不如此.由于亚洲国家在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及
其在近现代历史境遇中的差异性,使得一个承载亚洲梦想的地区联盟组织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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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但是只从地理、种族和文明来整合共同体的做法无疑会遭遇现实的坚冰.
而打造当代的亚洲共同体则需要从地缘政治出发,摒弃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

才能探索出合理的路径.

一、东方主义生产与制造的东方幻象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词原指东方民族的特征、风格和风俗,１７６９年被

侯德斯沃特(Holdswort)用来评论荷马的作品,后来成为研究东方各国的社会

历史、语言文学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东方主义»(１９７８)一书中,揭示了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方如何成为一个学

术史上的专门领域,而且把一个在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东方

简化为一个整体概念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一)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方概念

东方主义的词根东方(Orient)最初是一个方位名词,亚述人(Assyrian)把
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方(亚细亚),原指希腊东面的小亚细亚半岛,后来扩展到

欧洲以东的所有地区(其中主要是亚洲,也包括部分的非洲地区).在东方主义

看来,东方是与西方(Occident)相对而言的,它并非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西方

也是如此,两者都是其建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点.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

西方的概念,即使到了近代,对西方概念的讨论也从未达成过什么共识,而一个

从未得到过普遍认同的西方概念与欧洲或者大西洋诸国划上了等号,则是与１６
世纪以来逐步成长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关.斯塔夫里阿诺斯

(LeftenStavros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到２１世纪»(１９７０)中就把

１７６３－１９１４年称为“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因为在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之前,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的大部分地

区都沦为了欧洲的殖民地.
正因为如此,东方主义是伴随欧洲列强的海外扩张与殖民侵略发展起来的,

欧洲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家以及殖民地的行政官员,通过学术发现、哲
学重构、心理分析和社会学描述等途径,在“种类繁多的书面文件,从议会辩论的

记录、官方的报告,到宗主国总督的回忆录、学者的详尽无遗的巨著、旅行者的故

事、小说和诗歌等”〔２〕中建构起与东方地理、东方习俗、东方思维和东方命运等有

关的理论和观点.东方主义的实质在于:(它)“不只是文化、学术、制度对政治课

题的反映,不只是一系列分散的有关东方的文本,也不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压制东

方世界的阴谋它的意图在于理解和在某些例子中控制、操纵甚至吞并与西

方不同的世界”〔３〕.
(二)想象地域中的他者形象

作为两个地理实体,东西方本来可以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方,
因为东方不仅是欧洲的毗邻者,而且古老、富裕与文明的东方曾经是欧洲最强有

力的竞争者,然而东方主义则是一套欧洲居于强势地位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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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东方处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

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４〕.作为东方主义最为常见的他者(TheOther)
形象,“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
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５〕.当然,无论东方是“美丽风

景”和“难忘回忆”的“异国情调”,还是作为“野蛮”“愚昧”“停滞”的被拯救对象,
其实都无关乎东方自身的真实,只取决于欧洲看客根据各自的需要来界定东方

的内涵,“想象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然后服

务于这两个世界”〔６〕,东方主义赋予了东方作为想象地域的诸种特征,或者说是

关于东方的幻象.

２０世纪中期兴起的区域研究淡化了早期东方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殖民主义

色彩,然而有关东方的主题则被不断地重构和重组,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

著述、报刊和研讨会上.由于东西方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话语霸权,使得东方主义

得以继续保留其古老内核,即东方的存在本身是西方实现自身行动的现实目标,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以东方作为他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权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不
承认东西方文明具有同等分量的话,那些关于东方和东方人的种种偏见与歧义

还会以各种隐晦的方式一如既往地生产与表述出来.这样一来,最为严重的后

果就是在妨碍西方认识与了解东方的同时,也会遮蔽西方认识与了解自身.

二、近现代史上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亚洲共同体想象

如果说东方主义建构的东方幻象具有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我们掉转目光看

一下在东方内部的亚洲共同体想象也是如此.尽管亚洲人在亚洲概念形成的过

程中几乎完全是缺席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亚洲民族在泛亚洲主义名义下建构起

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想象共同体.可以说,这是源于亚洲国家遭受西方殖

民压迫的遭遇,是在“西方的冲击下不断做出反应的结果”〔７〕,因为不建构一个与

欧美相对应的空间,没有亚洲有色人种的联盟,就不可能真正战胜步步紧逼的西

方列强.当然,日本、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亚洲观赋予了亚洲共同体不断变化的内

涵和外延,并最终影响到中日关系和中印关系乃至世界近代史的走向.
(一)日俄战争开有色人种战胜白种人的先例

萨义德说:“无论是谁,恐怕都不可能在与东方主义相对的位置上设定一个

西方主义的领域像东方主义这样固定的、试图占据总括性地理位置的领域,
完全找不到可以类比的例子”〔８〕,其实只要转换一下思路以肤色来进行划分的

话,白种人与有色人种完全可以构成这种类比关系,亚洲共同体的想象正是建立

在“同为亚洲民族或者东方文化”的基础上,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就拉开了

世界范围内有色人种觉醒的序幕.

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７－２８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这是近代以来首度由欧洲以外的国家在重要战争中击溃欧洲强国,开东方黄种

人战胜西方白种人的先例.当这个消息从东亚迅速传遍全球时,对于所有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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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国家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对于亚洲和非洲乃至西方国家的有色人种

来说则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从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到印度等国都引发

了一系列的独立运动.孙中山就曾说过:“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

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便生出亚洲民

族独立的大希望”〔９〕.如１９０５年,中国只有８０００人在日本留学,“两年后(留学

人数)就激增至１７８６０人,这些人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１０〕.
虽然日俄战争的实质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对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

领土上进行的战争,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感到明显的屈辱感,这是因为亚洲黄

种人被想象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

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１１〕.如１８９７年,梁启超在

«变法通议»中就有“黄白之战”的提法,他强调以肤色为分界,联合日本进行黄种

合作,抵制白种侵犯;日俄开战后他又对日本取胜寄以厚望,希望日本能够打败

俄国,打击白种人横行于世的嚣张气焰,为黄种人争口气,他说:“呜呼! 日本胜

矣,黄种胜矣,亚洲胜矣,吾不能自解其何故而哀乐之交集于五中也使俄胜

日本,则东亚无国,黄种无人,非独中国亡而日本亦不能自立”〔１２〕.１９０９年,朝鲜

安重根因击毙伊藤博文而身陷囹圄,他在狱中写道:“数百年来行恶白人种之先

锋,一鼓大破,可谓千古稀罕事业,万邦纪念表绩也”〔１３〕,也是从黄种人同盟的角

度肯定日本战胜俄国的意义,并说这打消了自己对日本侵略朝鲜的“仇雠心情”.
(二)日本近代史上的亚洲观

１８５３年,佩里(MatthewPerry)率领黑船舰队(BlackShips)侵入长崎,迫使

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１８５４)和«通商条约»(１８５６),此后,
英法俄各国均要求签订类似的条约,日本被迫开放条约口岸、租界和治外法权

等.作为对西方入侵和自身民族生存的回应,１９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日本亚洲

观纷繁复杂,而我们将选取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和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

论”进行分析,其实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亚洲观都源自日本在世界近代化进程

中的不同阶段.虽然它们负载民族危机感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充当了日本“联合

亚洲,抗衡欧洲”的舆论工具,最后被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和

“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

１．脱离亚洲恶友的脱亚入欧论

１８８５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一文中说:“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

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西洋文明)如“麻疹之流行我

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１４〕,他把日愈迫近的西洋文明比作不可阻挡的流行病,
包括朝鲜和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并不具有抵抗的能力,它们已经在弱肉强食的

现代社会中面临生存危机,用不了几年都会被白种人征服和殖民,其领土也将被

欧美列强瓜分殆尽.由于对东方邻国的失望并且害怕自己被这些必定亡国的近

邻所拖累,福氏主张与这些亚洲“恶友”迅速绝交,摆脱亚洲邻国而加入到欧美列

强的行列中,他说:“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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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移至西洋文明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

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１５〕,这就是

著名的脱亚入欧论.
经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已经迅速跻身世界近代化国家的行列.

在１８９９年,日本获得了对其国土上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成为亚洲第一个

脱离西方控制的国家.１９００年,当华北义和团兴起时,日本就抱有积极出兵的

态度,后来反复游说英、德、俄、法、美、意、奥等国一起参战,最后成为出兵人数最

多的国家(占全部兵力的３８％).事后,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日本又从中国

的４．５亿两赔款总额中拿走了０．３５亿两白银,用来扩充军事和本国的近代工业

建设,可以说这是日本脱亚入欧得到的最实际利益.

２．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一体论

１９０３年,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说:“亚细亚是一体.喜马拉雅山

脉只不过是为了强调,而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分割开,它们是拥有着孔子的共同体

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拥有着韦陀式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１６〕.与西方文化相

比较,东方文化为世界提供了“爱”和“美”,“恰恰是这爱是亚细亚所有民族的共

通性思想遗产这也是把他们从不顾人生目的而一味偏好寻找其手段的地中

海与波罗的海沿岸的诸民族中区分出来的标志”〔１７〕.在冈氏看来,到了近代社

会,中国和印度并没有将其古老的文明继承和发展下去,只有日本继承了亚洲丰

富的历史,这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原因所在.
冈氏认为欧洲人统治亚洲的办法是人为地制造亚洲各国的分裂,而振兴亚

洲的责任要由亚洲人自己来承担,只有亚洲诸民族联合起来实现“亚洲一体”,才
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西方的侵略,而日本则是“亚洲一体”当仁不让的主导

者.在冈氏看来,在西方入侵的刺激下,只有日本从昏睡中醒来了,而中国、印度

及其他亚洲国家依然沉睡不醒,既然日本已经醒来,就有责任帮助中国、印度及

一切亚洲国家与日本一样实现近代化,“日本正在努力应付随近代社会而来的种

种急务.带动亚洲,催其梦醒,成为日本的当下急务”〔１８〕.这种强调以日本作为

亚洲主导者的日本责任说,最早出现在胜海舟、中村敬宇和樽井藤吉等人的著述

中,特别是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１８９３)一书中,更是提出日本要与朝鲜合

并,通过同一种族的“亲和”方式来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来
抗御欧洲列强的侵略,后来这些说法都被置换成使日本充当东亚霸主合理化的

舆论工具,最终导向了２０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亚洲各国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
侵略战争.

(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亚洲观

１５８４年,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在肇庆绘制了首张世界地图«山海

舆地全图»,包括亚洲观念在内的西方地理学知识才首次进入中国.１８４３年,随
着«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书的出版,表明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亚洲概念.我

们知道亚洲同盟的目的是抵抗西方列强的进一步蚕食鲸吞,在整个２０世纪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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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国人的亚洲观可以划分为中日同盟和中印联合两种倾向,特别是随着日本

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愈膨胀后,联合同样深受压迫的印度便是中国亚洲观的新转向.

１．联合受屈人民一起反抗的大亚洲主义

在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的亚洲观可以说是深受日本亚洲一体

论的影响,如１８９７年,章太炎提出强调中日联盟的“亚洲和亲”论;１９０２年,梁启

超提出“亚粹”论,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同为黄种人应该团结一致并共同对外.
随着中国知识界对亚洲一体论认识的深入,１９１９年,李大钊提出的“新亚细亚主

义”论,即“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

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在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

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

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１９〕.可以说,自李大

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论一出,表明中国的亚洲观开始回应日本的亚洲观,或者说中

国亚洲观已经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从孙中山本人不同时期的亚洲观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变化特点.１９１３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发表“亚洲主义”演讲,他说:“亚细亚者,为亚细亚

人之亚细亚也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之兄弟也假使此双生之兄弟,有阋墙

之事,则亚细亚之一家,绝不能保持其平和.日本为亚细亚之最强之国,中国为

东方之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为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

易维持,盖无可疑者”〔２０〕,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孙中山的亚洲观是以种族为基点,
强调中日两国互为提携就能为东亚乃至世界带来和平.到了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

神户高等女学校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５团体再以“大亚洲主义”为题进行演说时

指出:“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

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

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２１〕,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指的是要为亚

洲所有遭受欧洲列强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已经学习欧美霸道

文化的日本人提出警告“不要成为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

２．中印联合就是谋求所有受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１９０７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２２〕,其宗旨就是“反抗帝

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２３〕,特别突出了印度在亚洲的重

要性和古代中印两国的联系,以中印联合的主张来取代之前倡导的中日同盟主

张.梁启超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中也认为,中国与印度同为东方文明的

发源地,就应该如同兄弟之邦一样,互相扶持与提携.１９１１年,孙中山在温哥华

在谈到建立亚洲同盟主张时,也强调要“唤醒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２４〕,
因为“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

中坚”〔２５〕.孙中山又说:“我们讲大亚洲主义是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众的和平

解放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２６〕,即大亚洲主义其实是为亚

洲所有有色人种在内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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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他帮助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政治理念被蒋介石继承了下

来,并致力于“印度民族自治之促成”,这可以从１９４２年２月蒋介石访印期间与

甘地和尼赫鲁等人的谈话中得到确认.其实在此之前成立的中印学会(１９３４)以
及中国学院(１９３７)都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并多次出资相助的.蒋介石对甘地

说:“此次以中国革命党员的资格,前来与印度革命党友人晤谈,目的即欲研究如

何联合起来反抗侵略国家之方法,此乃中印两国求得自由之方法如印度不

能独立自由,中国也不能独立自由,而若中印两大民族不能得到独立自由,全世

界人类亦无自由,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平”〔２７〕.蒋介石对尼赫鲁也说:“中印两个

民族假使真正能够联合起来,就是全世界的白人团结一致,也没有法子再来压迫

我们.反过来说,假使两国不能联络,而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者,两国

就永远没有独立自由的希望”.虽然蒋介石延续孙中山的亚洲观可以强化其执

政的正统性,但是这确实是在客观促进了中印两国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频繁

的交往与互动,开创了中印研究的黄金时代.
(四)印度近代史上的亚洲观

我们知道在日俄战争后留学日本的印度人中,不乏深受日本亚洲观影响的

人,他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过自己的亚洲观,如萨卡尔(BenoyKumarSarkar)
的«印度教徒眼中的中国宗教:亚洲思想趋势之研究»(１９１６)和达斯«日本是亚洲

的威胁吗»(１９１７).在此我们以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和尼赫鲁大印度联邦为例,
虽然其整合共同体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都在复杂的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中遭

遇挑战而最终失败.

１．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是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

１９２１年,在圣蒂尼克坦创立国际大学(VisvaBharati)是传播泰戈尔亚洲共

同体思想的大本营.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中印学会分别在圣蒂尼克坦和南京成立,
学会的宗旨是:“联系两国文明,研究学术,交流文化,培育友谊与合作,追求世界

和平、博爱和团结”.当时印中两国的许多要人和学者都是中印学会成员,如印

方的会长是泰戈尔,前后出任总统的普拉沙德、拉达克里希南和侯赛因都曾是中

印学会会员;中方第一届会长是蔡元培,成员有戴季陶、欧阳竞无、太虚和徐悲鸿

等人.中印学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建中国学院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永

久性机构.１９３７年４月,“作为印中人民结合象征”〔２８〕的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成

立,成为泰戈尔亚洲共同体思想扎根的最重要所在.首任院长谭云山决定以研

究中印古代互动和英译汉文佛经作为中国学院的主要使命,并以倡导中印关系

来推进亚洲共同体建设.当时,在«中印研究»«国际大学季刊»«大菩提»和«海潮

音»等刊物上都刊登中印佛教历史和当代中印交流互动的文章,印中两国著名的

学者师觉月(PrabodhChandraBagchi)、纳格(KalidasNag)、陈寅恪、周一良、徐梵

澄、季羡林、金克木、巫白慧和法舫等都成为这股学术力量的关键人物.
相比利用学术研究来推进亚洲共同体的成功来说,泰戈尔首次访华倡议亚

洲共同体的活动则是毁誉参半的.１９２４年４月,泰戈尔在济南各界欢迎会上的

—３２２—

亚洲共同体概念的回溯与展望



演讲题目就是“中国与印度是兄弟”,泰戈尔把中印两国和中印两大文明比作兄

弟,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产生任何不调和的异族感或者文化传统差异感.我

回想起过去印度把你们当作兄弟,把爱心送给你们”〔２９〕.当泰戈尔刚踏上中国

土地的时候,就说他对于亚洲共同体的未来充满信心,“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

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互相提携”〔３０〕.然而,此时的

中国对于日本可能是亚洲的危险已经产生怀疑,再以博爱与和平来提倡三国的

联合也许不合时宜.如陈独秀批评道:“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

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

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３１〕.面对各种质疑与批评之声,泰戈尔最后

不得不削减了演讲场次.为此,徐志摩说:“(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

遇”〔３２〕,即泰戈尔的首次访华其实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

２．尼赫鲁以中印为亚洲轴心的大印度联邦设想

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尼赫鲁就在自传中说:“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
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它国家”〔３３〕;１９４４年,尼赫鲁在

«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更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大印度联邦”设想,即以中印

作为亚洲的轴心,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泊尔、泰国、越南等十几个

国家在内的印度支那联邦.尼赫鲁“大印度联邦”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基

础.前者指的是１９２０年前后英属印度殖民地以及所辐射的势力范围,如以英属

印度作为东方殖民体系的中心,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防

务内线;以麦克马洪线(McMahonLine,１８９９)和约翰逊－阿尔达线(Johnson－
ArdaghLine,１８６５－１８９７)作为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将印度、缅甸边界至杜兰线

(DurandLine,１８９３)之间的领土作为安全内圈等.此外,随着印度移民的迁徙

与流动,印度教与印度佛教也传播到了中亚、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对阿富

汗、蒙古、日本、斯里兰卡、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当

地占统治性的文化或者诸文化中的一极.
尼赫鲁认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

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３４〕.在

印度独立后,１９４７年３月和１９４９年１月,尼赫鲁以印度世界委员会的名义在新

德里召集了两次亚洲关系会议,让亚洲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在一个“团结的亚洲”
名义下探讨亚洲问题,即“亚洲将再次发现自己欧洲主宰亚洲的显著恶果之

一就是将亚洲国家彼此隔离孤立在本次会议和这项工作中,没有领袖,没有

追随者,所有亚洲国家都将团结一致,以实现一个共同的任务”〔３５〕.
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尼赫鲁设想的大印度联邦中的国家都先后获得了独

立,选择了不同的国家体制,并融入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力量和阵营当

中,事实上宣告了尼赫鲁大印度联邦设想的彻底破灭.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

迅速冻结了尼赫鲁在１９５０年代下半期倡导的“印度中国人民是兄弟”的甜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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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２１世纪亚洲共同体的基本思路

正如米什拉在«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

界»(２０１２)一书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摆脱传统的框架,寻求抑制西方国家对亚洲

大陆日渐增长的支配欲望、寻找亚洲重生的道路,进而重塑亚洲”〔３６〕,而建立一

个超越各自民族国家的边界,拥有共同历史渊源、共同文化知识甚至是政治认同

的地区共同体无疑是一条亚洲重生的道路和重塑亚洲的方法.然而亚洲地区的

复杂性、多样性和人口数量都远远超过欧洲,一个类似欧盟的亚洲共同体需要学

界与政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学术探讨来厘清思路则是学界责无旁贷的责任,当
然,要建构２１世纪亚洲共同体至少要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一)地缘政治下的亚洲共同体

随着日本的亚洲一体、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以及尼

赫鲁大印度联邦等的相继失败,我们看到无论是以地理、族群还是文明来想象的

亚洲共同体都先后失败了,因此热闹了一个多世纪的亚洲共同体概念就被搁置

起来.特别是经过中日战争(１９３１．９－１９４５．８)和中印边境冲突(１９６２．１０．２１－
１９６２．１１)后,中日关系或者中印关系在领土或边界问题都变得“非常脆弱,容易

被破坏,且非常难以修复”.我们不是说从地理、种族和文明角度来建构亚洲共

同体不重要,而是说如果想“强调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或者想象两国在未来的同

盟,对当前的地缘政治问题避而不谈”〔３７〕的话,这种偏于理想主义的亚洲共同体

就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能够实现的机会也就微乎其微.如２００５年,兰密施

(JairamRamesh)在«CHINDIA应该说得通:中国与印度之探讨»一书中就把中

印两国国名的英文名称组合在一起,创造出“Chindia”(中印大同)一词,他认为

印度和中国之间虽有分歧但是能够携手合作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但现实

情况恰恰不是如此,要实现中印大同的理想并不容易.
相比而言,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Rudd)在新加坡的一次演

讲中,从地缘政治层面提出的“太平洋治下的和平”(PaxPacifica)理念则要务实

得多.他认为,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EastAsia
Summit)各有其职能,但是亚洲这个因旧日战争引发的紧张局势仍时时被激化

的地区太需要成立一个兼具外交职能和安全使命的“亚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forSecurityCo－operationinAsia)来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特
别是越南、菲律宾、日本和印度都因为与中国有领土或边界冲突问题而向美国靠

拢,当然,实现这一设想的前提是“美国认可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同时中国接受美

国继续在亚洲地区的存在”〔３８〕.
我国学术界对陆克文的提议尚无回应,目前关于亚洲地区组织的最新提法

是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概
念〔３９〕,习总书记在“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四原则”的主旨演讲中提及大国责

任、亚洲一体化、跨区域合作与地区安全事务等内容,当然,对这一概念的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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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学术界做出更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二)抛弃非此即彼独断论的亚洲共同体

作为１９－２０世纪亚洲知识觉醒和政治觉醒的标志之一,亚洲共同体概念的

提出是亚洲受殖民压迫民族主体意识萌芽的表现,他们渴望重新认识自身文化

和定位与西方的关系,因此,２１世纪的亚洲共同体建设要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

独断论思维,而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之所以引发很大争议就是因为它是独断

论的产物,即把“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和“东亚威权政治模式”对立起来理

解.而在国际上,除了新加坡外,马来西亚政府和领导人也经常以“亚洲价值观”
来解释和辩护自己的行为.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

区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接榫,拉开了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幕.１９９０年,时任

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即以儒家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为大旗,来
抵制西方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他说:“(两党制)不符合我们的天性我们

是一个亚洲社会”〔４０〕.“亚洲价值观”的轰动还在于它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政府、
媒体舆论和学术界的介入,如美国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１９９４)对其进行批

评,同年,西方媒体在“亚洲新闻论坛”也对其进行了猛烈攻击,克鲁格曼(Paul
RobinKrugman)、肯尼迪(PaulKennedy)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等学

者从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角度也卷入这场论战.如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森就以

演讲和公开讲座的形式对“亚洲价值观”提出尖锐批评,相关内容以«惯于争鸣的

印度人»(２００５)和«身份与暴力»(２００６)结集出版.由于“亚洲价值观”难以概括

亚洲历史上的经典以及亚洲当代的经验,因此,在森等人的提议下,“亚洲价值

观”最后被修改为“东亚价值观”.
从２００９年开始,美国、新加坡、中国和印度四国学者轮流举办研讨会来纪念

泰戈尔诞辰１５０周年.这些都可以视为是国际学术界拓宽和深化对泰戈尔及其

思想的研究,包括对泰戈尔亚洲共同体思想的重新认识.在泰戈尔看来,东方民

族与西方精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也不应该是前者对后者的排斥,他说:“把
我们的精神同西方精神割裂开来的当前的种种企图,犹同精神自杀我东方

民族应该向西方学习但只说从西方获取援助是个错误,怂恿地方的狭隘性,
它的结果除了精神的痛苦之外还能有什么呢?”〔４１〕如果说在泰戈尔时代“任何国

家把别的国家拒之门外,都不能谋取独特的进步”〔４２〕的话,那么,在２１世纪建构

亚洲共同体就更不能说是亚洲国家关起门来,只用亚洲自己的材料来建构共同

体的大厦,实践将证明这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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